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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荣的 “具体形上学”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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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杨国荣哲学工作的核心，是 2011 年以 3 卷本形式出版的“具体的形上学”系统。“具体的形上
学”包括《道论》、《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杨国荣具体形
上学的概念语汇的源头包括: 西方古代哲学与西方近现代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古代哲学 ( 包括宋
明理学) 以及 20 世纪体系化的中国哲学系统。他所提出的哲学思想涉及多重方面，包括本体论、认识论
与伦理学问题。在此意义上，杨国荣追随 20 世纪重要的中国思想家的研究走向，上承中国古代哲学的传
统，会通儒道释，同时吸纳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海德格尔等人所代表的西方体系哲学中的形上学的、
历史的、实践的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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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杨国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创造力、最为卓越的中国哲学家之一。他是一位真正的 “中国”哲
学家，并非因其国籍、血统或工作地，而是因其哲学工作的性质。除了有赖于西方哲学经典，杨国荣
充分运用中国哲学传统丰富的思想资源，而且囊括这一传统的各个时期和所有流派。因此，假如我们
称他“儒家”或别的什么“家”，就未免小觑了他的研究广度。尤为重要的是，杨国荣还是一位真正
的“哲学家”，因为他不仅研究哲学史，或具体讨论哲学学科内部的专业问题，而且还发展出了自己
内容广博的哲学体系。
杨国荣哲学工作的核心，是 2011 年以 3 卷本形式出版的 “具体的形上学”大纲。“具体的形上

学”包括《道论》、《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三书所
提出的哲学博大精深，讨论永恒的本体论、认识论与伦理学问题。在此意义上，杨国荣追随 20 世纪
重要的中国思想家的研究走向，努力复兴宋明理学的哲学传统，会通儒道释，同时吸纳康德、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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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海德格尔等人所代表的现代西方体系哲学中的形上学的、历史的和存在论的进路。一言以蔽之，
杨国荣在当代语言的表述中融贯中西方传统的概念架构，从而建构了一种统一的 “大哲学” ( grand
philosophy) 。
杨国荣的哲学之所以称为 “形上学”，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他运用了始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

德的西方哲学体系化的方法论 ( 这一观点尚存争议) 。体系化的哲学贯通本体论、伦理学和认识论等
等一切传统的研究领域。因此，我们自然不能把它限定为诸如科学哲学、政治哲学或心灵哲学等当下
专业的“专门研究领域”，更不用说把它限定为争辩 ( 或 “解决”) 当代分析哲学时不时试图处理的
专门独立出来或建构出来的问题。体系化的哲学当然也处理具体问题，探讨本体论、伦理学和认识论
的问题，但它这样做的时候总是怀抱一种高屋建瓴式的融贯性。要把握某一哲学体系内部或从体系出
发的“真理”，把体系中的命题的真值加起来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有能力透视系统各部分之间的关
联。读者的任务不是去评估每一部分本身的品质，而是去欣赏体系大厦错综复杂的建筑艺术。
真正的形上学并不是把对象在 “去情境化” ( de － contextualize) 的意义上 “抽象出来”，而总

是———用康德的话说———把对象跟它们的可能性条件放在一起观察。比如，任何认知对象一定程度上
都是由认知主体所建构，认知对象乃是认知主体的对象。就此而言，形上学在方法论上是这样一种将
知识情境化的技艺: 不仅要努力认识某物之为某物，而且要反思使某物如此这般显示的构成条件，或

者，用黑格尔的名言简括之: 真理是整体 ( Das Wahre ist das Ganze; The truth is the whole) 。
再者，杨国荣所讲的形上学和这一术语与欧洲的传统用法有关，而这一用法上的形上学就其内容

而言关注现实 ( reality) ，或者，用更为简明的黑格尔式语言来讲，关注现实性 ( Wirklichkeit) 。德语
词“wirken”与英文词“work”词根相同。因此，真正的形上学不仅关注世界如何 “是” ( is) ，而且
更加关注世界如何“运作” ( work) 。形上学研究的内容不只是 “物” ( thing) ，还包括 “事” ( af-
fair) ，后者是杨国荣以及他所在的中国传统所用的术语。现实并非哲学能够建基其上或者能够 “从外
面”发现的“事实”的集合; 相反，现实“在运作”，它是包含着诸种关系、影响、权力、冲突、组
合等等的生命体，而哲学本身则参与其中，或者说在其中 “运作”。因此，形上学所首先注目的，不
是它所讨论的对象在素朴狭义层面的 “含义”，而是“意义世界”及其生成。换言之，形上学首先关
注“意义” ( significance) 而非 “含义” ( meaning) 。兹举一例: 路标 “stop”或语词 “stop”有着
“停”这样的特定含义。只要我们看到这个路标或听到这个词就知道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停下来，那么
我们就可以声称自己知道 ( know) 了它的含义。然而，这种知是 “低级”之知，乃是三岁孩童也能
掌握的知。我们不妨说它为“前 －形上学”之知。要理解 ( understand) 此标记或语词，我们必须能
够将其视作“事”，“事”不仅有狭义层面的含义，而且有意义。开启了一个 “意义世界”的 “形上
学”理解将指明语词或标记如何 “运作”。事实上，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看到语词或标记是一种在诸如
权力关系、法制或道德义务的脉络中发挥作用的表达方式。从而，我们不再囿于对标记的纯粹感知，
无论它如何“真实”或“正确”，通过观察它如何 “运作”，我们开始以一种更为复杂的方式把握
它。我们不是黏滞于一种或唯一的特定 “含义”，而是自由地解释它，没有仅仅按它似乎要求我们所
做的那样去做。如果只知道“stop”的含义，我们就会停步不前。一旦理解了其意义以及人类所参与
其中的意义生成过程，我们则可能继续前行。这样一来，形上之知内在关联着认知的自由与实践的自
由。杨国荣在书中始终强调这一点。
因此，在黑格尔和杨国荣那里，形上学首先是 “现实地发挥作用的知识” ( wirkliches Wissen;

working knowledge) 而非仅仅携带信息的知识。因此，杨国荣把自己的工作总称为 “具体的形上学”，
它既不像实证科学那样处理抽离出来的事实，也不像世俗的神学那样处理超越的抽象之物。相反，它
追求前文所述的具体的意义。杨国荣把自己与海德格尔联系起来，后者认为理应批判那种已经堕落到
遗忘了与“存在”之本质联系的形上学。而且，比海德格尔更进一步，杨国荣要求振兴形上学的具
体维度及其对生生不息的人之存 “在”的关注。存在“本质上具有历史的品格”; “与存在者相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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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则本于人自身之 ‘在’并展开为人化的世界，它不同于个体及特殊存在之后的抽象实体，
而是融合特殊与普遍、个别与一般，从而呈现具体的形态。”① 因此，扎根于 “人化世界”的具体形
上学，不仅以新的方式上承希腊先贤，而且，对杨国荣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以新的方式贯通中国哲学

传统及其在活生生的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中的浸润。

二

无论多么具体的形上学，都必须诉诸语言。其语言呈现的核心包括概念 ( concepts) 。一套哲学
系统由相互关联的表征其观念要素的概念所构成。概念并非抽象之物，而是反映思想之综合理解的结
晶体。概念是哲学之综合理解的语言呈现。概念并非表达一种含义，而是显示哲学意义。或者用上面
引用的杨国荣的话来说，概念融合特殊与普遍。举例来说，“work”一词的具体含义是从事某一特定
的生产性活动。如果我对小孩说“work”，我希望他能明白这词的含义，继续做家庭作业而不是去看
电视。但是，我们也可以对 “work”有一内容更丰富的 “叙事性的”理解。比如，把它和工厂里或
农田里的劳作者的形象 ( 比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描绘的形象) 联系起来。对 “work”的概念性理
解可以“扬弃”我们对它的理解，从而把握它的历史意义、生存意义和认知意义。我们对 “work”
有特定的和叙事性的理解，此种理解并以此为基础可以发展出对 “work”的综合性的概念理解。只
有在这样的综合性的概念理解的基础之上，一种形上学才能够草描出 “work”作为人类生活的普遍
面相如何从根本上使我们成为我们所是的人。概念是必要的语言形式，通过它观念获得哲学上的意
义。杨国荣具体形上学的概念语汇主要有两个源头。首先是西方现代体系化哲学的概念工具，后者又
在一定程度上源自西方古代哲学。其次则是中国古代的哲学语汇及其经由宋明理学和 20 世纪中国体
系化哲学发生的改变样式与概念化。把这些语汇译成当代英语并非易事。一方面，尽管西方古代与现
代哲学的某些“术语”在英文中已有定译 ［比如，“being” ( 存在) ，“things － in － themselves” ( 物自
体) ，“substance” ( 实体) ］，中国哲学概念在英文中则绝无定译。另一方面，杨国荣以新的方式吸纳
西方哲学语汇，并将其与中国语汇结合起来，一套新的概念框架 ( 至少部分如此) 便出现了。考虑
到上述复杂情形，我们不得不说目前这个英译本实属卓越。它成功地阐明了杨国荣体系的复杂性，同
时确切地反映了杨国荣工作的历史深度与文化深度。
《成己与成物》导言部分的英译文曾发表于 《中国当代思想》 ( 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 杂
志。译者麦查德 ( Chad Austin Meyers) 在一个注释中详细说明了自己在翻译标题 “成己与成物”，尤
其是其中的关键词“成”时的一些哲学思考。② 标题中的“成己”之 “成”与 “成物”之 “成”分
别译为“maturation”和“refinement”，而正文中的 “成”也随上下文采用不同的译法。我认为这一
做法具有哲学上的正当性与说服力，比起用一个固定的英文词对译 “成”要高明得多。如果译者采
用一个译法，他当然可以由此告知读者，作者在原文的不同段落中使用了同一个词，但与此同时，他

不得不禁锢这个词的含义，从而导致读者很难理解这个词在不同语境中微妙的差别。麦查德的解决方
案相当漂亮。不过，这一问题本身则是一个在英译与杨国荣著作相似的其他著作之时，或者说，在英
译东西方任何体系哲学家的著作之时都会遇到的普遍问题。
也不知是好是坏，当代英美哲学已不再有真正意义上的体系化哲学的方法和 “风格”。因此，其

概念库存相对说来较为有限 ( 我同样不知道这是好还是坏) 。杨国荣大量借鉴康德、黑格尔、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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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 Guorong，“Metaphysics: Ｒeconstruction and Ｒeflection，”16，In 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43: 4，special issue on“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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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海德格尔，也许他的作品译为德文更容易一些。比如，书名“成己与成物”很容易直译为“Selbst-
bildung und Weltbildung”。“Bildung”是黑格尔的核心概念，它似乎可以很好地传达杨国荣对 “成”
的创新用法。我认为，杨国荣的整个哲学工作在很多方面都是围绕 “成”这一概念展开的。在英文
中找不到一个唯一的、标准的概念来翻译 “Bildung”，即便在黑格尔主要著作的专业翻译中亦是如
此。英译者不得不随顺上下文译成不同的英文词。

三

杨国荣的形上学和中德哲学传统之间的紧密关系可以解释它何以采取一贯的历史进路 ( 这一点

使它有别于当下英美哲学中的形上学) 。杨国荣的具体形上学反思 “存在”，认为人的在世之在是在
时间之中的在; 只有在时间之中才有生命，只有在时间之中生命才是具体的。因此，具体的形上学无
意创建思想的“博物馆”，拒绝把思想的内容呈现为从过去之中抽取出来的木乃伊式的东西。形上学
不能抽离于历史情境。形上学在观念史、文化史和语言史中发现自身并定位自身，从而对历史进程的
形成作出贡献。与之相应，杨国荣的形上学通过融会中西哲学的概念遗产将自身归属于历史。要理解
杨国荣的工作，就有必要认识到具体形上学所从出的历史以及具体形上学由此所给出的历史方向。
《成己与成物》开篇引入了《易经》所做的一个概念区分，即 “既济”与 “未济”。《易经》是中国
最古老的重要哲学文本之一，成为中国后世绝大多数哲学的源头活水。援引 《易经》的做法便以隐
秘的方式宣告了具体形上学乃是深深浸染于中国哲学史之中。《易经》最后两卦为 “既济”与 “未
济”，用杨国荣的概念来说，它们可以理解为 “已然”与 “未然”。这两个概念代表了形上学体系建
筑其上的一个基本区分。人类身处 “未然”的世界，必须以认知与实践的方式参与其中。人类的一
切思想与行动都发生在“未济”与“既济”两极之间的转化过程之中。我们被抛入一个我们必须使
自身成为自身的世界。将世界予以人文化的诸种努力构成我们的生存。人类意识和人类实践正是世界
从未然一极走向已然一极的途径。
由此，杨国荣在中国哲学最古老的文本中找到了一个描述一般人类文明的框架。这表明，对杨国

荣来说，一切哲学无论东西还是南北都可以富有生发性地囊括在这一框架之下。可以这么说，哲学史
的展开就在于完成以下使命: 将业已存在但尚处于 “未济”状态的世界人文化; 与之相应，杨国荣
的哲学以及其他哲学都是为了完成上述使命而努力。
儒家以“参赞天地之化育”为己任。因此，儒家传统最根本的实践可以理解为通过修身 ( 或曰

“成己”) 而达至变化世界 ( 或曰“成物”) 。在杨国荣看来，儒家的核心价值“仁”意味着一种伦理
的人文事业，即通过形成社会关系，或者说通过成为 “关系的系统纽结”而实现人自身之文明化。
未完成的作为个体的人转化为更加完善的居于文化共同体之中的人，后者在社会联系之中且通过社会

联系而思想、行动、创生意义。这一转化过程还会拓展到自然世界。尤其在宋明理学那里，仁的关系
形式拓展为一种居于天地之间的关系形式。意义不仅存在于人的社会环境之中，而且存在于天地整体
之中。成仁的自我转化过程由此指向了一个更为宏阔的境界。不过，杨国荣认为，包括宋明理学在内
的儒家传统从总体上说主要关注伦理世界，从而 “未能展现人的全部本质力量”。他总结说，“以此
为价值立场，人性境界每每呈现出思辨化、玄虚化的形态”①。
杨国荣没有否认儒道之别，但他更注重二者的互补性而非对立性。他甚至将庄子视为广义上的

“人文主义者”，这一看法在当代中国哲学家中并不少见。如果考虑到杨国荣哲学体系的前提，那么
我们就不难理解，一切哲学家正是通过哲学运思与反思世界的行为本身对世界之人文化作出贡献，道

家亦莫能外。与世界之人文化相关，尽管方式不同，道家也像儒家那样对人性的完善感兴趣。儒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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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通过一种社会美学来美化人性，道家对人性之社会化的效果心存疑虑。道家担心，融入社会可能妨
碍而非有助于成己。
道家放弃社会、文化的规范性以追求“真人”与“天人”，这在杨国荣看来是成问题的，因为它

“在逻辑上将导向目的性规定的消解”①。消解了目的性规定，也就失去了创造力，也就没有动力从事
成己或成物。就此而言，道家的取径本身有失片面。
中国佛教的历史十分复杂，其中的宗教与哲学派别纷纭众多。而且，中国佛教先是吸收了道家传

统中的重要因素，然后其自身又被部分地纳入宋明理学之中。因此，很难清楚地界定或分离出中国佛
教“本身”。从他的形上学有利位置出发，杨国荣对禅宗与华严宗所代表的哲学进展特别感兴趣。尤
其是华严宗，它对于哲学地理解认知的 “世界构成”作出了极大贡献，因而也对理解杨国荣所讲的
“意义世界的生成”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因此，我们有必要注意到华严宗在建立形上学的认识论体系
方面的努力。
举例来说，“境界”是佛教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新概念。这一概念为宋明理学家及其他哲学家所采

纳，泛指一种可以通过美学、哲学等活动而达到的精神向度。它代表了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对于以下
人性能力的概念反思: 建构世界与感知世界，人自身在此世界之中获得意义。
然而，杨国荣的具体形上学扎根其中的最直接的历史情境比传统的儒道释要晚得多。杨国荣的工

作接续了中国近现代哲学家试图在继承中国文献遗产的基础上，创立可与康德、黑格尔等西方形上学
“大师”相媲美的宏大哲学体系的努力。在此意义上，杨国荣直接上承熊十力 ( 1885—1968 ) 、冯友
兰 ( 1895—1990) 、牟宗三 ( 1909—1995) 、特别是其导师冯契 ( 1915—1995) 等 20 世纪的中国哲学
家。所有这些先贤不仅精通中国哲学史，而且熟悉古代与现代的西方思想 ( 杨国荣亦是如此) 。对于
当代西方主流学术机构所教授的 “哲学”，他们采纳了它的形式与部分内容，同时成功地将中国古代
思想纳入到这一 ( 在他们看来) 新的样式之中。( 学院的) 中国哲学就此诞生。
尽管《成己与成物》没有直接讨论冯契哲学，但杨国荣的哲学运思追随冯契进路的同时又有所

拓展。杨国荣曾著文指出，冯契以其 “深沉的思辨和吞吐百家的气度，在当代中国哲学中独树一
帜”; 冯契“既经历了西方的智慧之路，又沉潜于中国的智慧长河，而对人类认识史的这种锲入与反
省，又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洗礼及时代问题的关注”②。这些话用来评论杨国荣本人也同样适用。
康德对杨国荣哲学的影响显而易见。杨国荣不仅采用了康德批判哲学中的若干基本概念工具

( 比如物自体与现象的区分) ，而且吸收了康德努力将哲学转变为真正 “科学的” ( 在 “wissenschaftli-
ch”一词的意义上) 形上学的重要意图。真正 “科学的”形上学不仅澄清人类意识之于实在的认知
关系，而且澄清人类生活的目的以及伦理规范性的基础。在康德看来，形上学开启人类的自由之路。
杨国荣完全赞同启蒙哲学所讲的人类解放的最根本目标。
不过在杨国荣看来，比起康德，“黑格尔展示了更广的视域”③。很显然，杨国荣具体形上学的两

大支柱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黑格尔，即前面已经提到的 “成”这一概念 ( 相当于黑格尔的 “Bil-
dung”) ，以及贯彻始终的历史性。成己与成物的相互关系必然蕴含于黑格尔以下论述之中: 意识是
自我确立与自我发展的，它由素朴的认知形式发展到 “世界精神”的 “绝对知识”。 ( 人类) 意识
( 包括认知与其他形态的意识) 和世界恒常互动，由此人性与历史不断演进。主体性以认知的方式和
实践的方式和对象相与交接，同时也就发展了主体性。这一过程永远生机勃勃，富有创生性。用康德
的话说，它不断提升着人类的“精神”意识和解放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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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荣不是黑格尔主义者，他原则上赞同马克思对黑格尔所作的一个最基本的批评: 作为唯心

论，黑格尔哲学没有真正看到人类实践的重要性。杨国荣认为，在黑格尔那里，“存在本身以及如何
由应当走向现实的问题还主要停留在精神领域 ( 包括他所说的客观精神) 之中，这使其哲学系统在

总体上无法摆脱思辨的性质”①。这一看法显然契合马克思的论断。杨国荣赞同马克思，认为人类自
由的实现不能只诉诸精神努力。它不能化为 “修身”的努力，也不能冒险止于德国唯心论及中国传
统 ( 儒道释) 所不能免的“玄虚化”的形式。马克思接受黑格尔关于人类之 “成”或 “成物”经由
人类活动得以实现的激进的历史主义观点，但在马克思看来，人类活动是人类能力的具体的物质实

践，它仅仅受制于人类发现自身必须遵守的物质法则。杨国荣赞同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这一马克思主义
转向。
不过，在杨国荣看来，仅仅通过对黑格尔进行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转化还不足以达到具体的

形上学。具体的形上学还在海德格尔那里找到了黑格尔哲学乃至马克思哲学所缺乏的生存向度。杨国
荣认为，与此前的哲学家相比，海德格尔“把个体的生存意义放在了较重要的位置”②。海德格尔对
此在的关注所突显的在世的具体体验之维是黑格尔或马克思都没有充分认识到的。具体的形上学必须
正确考虑这一维度，它指向了个体生存层面的 “意义的生成”。
总而言之，杨国荣不囿于海德格尔、黑格尔、康德或马克思，正如他没有拘于儒家、道家或佛

家。他的哲学既扎根历史，又以未来为指向。像中西方一切体系的哲学家一样，杨国荣相信哲学可以
将自身重建为综合的世界哲学，这样的哲学能够在动态发展的具体形上学之中融合，或者更确切地

说，“扬弃”一切人类文明的哲学、宗教、文化、审美传统———当然，还包括物质生产的成果。
( 翻译: 崔雅琴，《华东政法大学校报》编辑，华东政法大学法制新闻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

向: 中西比较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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